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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8 年来长江中游雾和霾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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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1961～2018 年湖北 72 个国家站的气象观测资料和 NCEP 再分析资料为基础，采用代表站分类、

时序演变、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研究雾和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北地区的雾和霾空间

分布不均，霾多发生在大城市和工业城市，雾多发生在鄂西南山区；1980 年前，雾和霾的年代际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之后呈反相，总体上呈现负相关，2005 年后霾日较雾日明显增加。(2)城市站与生态站雾日的年变化趋势均是先增

加后减少再增加，由增至减的拐点分别出现在 1980 和 1987 年，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的生成有影响；霾日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空气污染的年际变化无明显的城乡差异。(3)对于所有站点来说，“区域尺度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

污染(气溶胶污染)”等 3个因素对雾的定量影响相当；对于城市站，城市化的影响明显占主导(55%);对于生态站，

气溶胶污染的贡献率最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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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雾和霾引起的低能见度事件，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雾的形成不仅受天气条件的作用[1],而且对地

表类型
[2]
和气溶胶特性

[3]
也很敏感。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随着空气质量的改善，雾、霾等低能见度事件呈减少趋势[4,5]。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空气污

染日益加剧，导致我国大部特别是在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地区，霾日数剧增[6～10]。而关于雾的变化，观点不一：Niu 等[11]表明过

去 30 年，华东地区的冬季雾日数翻了一番；吴兑等[12]认为环首都圈近 60 年雾日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更多的研究则表明，

雾日数呈先增后减的趋势[8,9,13,14]。这说明雾的变化趋势对研究区域、研究时间具有敏感性。 

许多研究将雾和霾的变化归因于 3 个影响因素：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9,11,15,16]。首先，气候变化方面，可选东亚季

风(EAM)作为指标，它是中国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气候系统，与雾霾等天气事件密切相关。东亚季风较弱时，地面风较弱、稳定

性较强，有利于雾霾事件的频繁发生[17]。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雾霾的长时间序列变化与其强度呈显著负相关[11,18]。但 EAM 是

一个空间差异较大的气候系统[18],不同地区气候特征不同，会对雾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分区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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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气候变化外，雾还是一种局部天气现象，对人类活动敏感[16]。如城市化通过土地利用、大气变化、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对

城市气候产生深远的影响[19]。因此，城市核心雾最少[20],而农村郊区雾最大。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城市热岛(UHI)或城市干岛

(UDI)会减缓雾的形成
[2,15,20]

。 

气溶胶作为凝结核，是影响雾生命史最复杂的因素之一，它具有双重效应：在相对清洁的背景下，大量的气溶胶通过吸收

水分产生大量的小雾滴，导致高液态水含量、低能见度、高雾顶和长生命史[21,22],因此，在欧洲和美国等低污染地区，空气质量

的改善导致雾的发生减少[2,5,23]。但是，当气溶胶浓度超过一定阈值时，由于强烈的水汽竞争，雾滴浓度降低[24,25]。因此，在中国

的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通常会导致雾呈减少趋势[9,15]。此外，气溶胶还通过辐射效应改变周围的气温，从而影响雾的生命周

期。气溶胶的吸热效应使雾变热，从而延缓了夜间雾的形成，加速了白天雾的消散[22,26]。气溶胶的散射效应阻挡了太阳辐射，降

低了白天的地表温度，从而导致了雾较长的持续时间和较晚的消散
[15,27]

。 

综上，以往的研究工作多是针对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中的某一因素对雾的定性影响进行分析，国内研究重点区域

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长江中游鲜有涉及，并且研究时段多结束于 2010 年前后，未能反映近几年的治理成效。

本文利用 1961～2018 年 72个国家站长期观测资料，揭示了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雾和霾的年代际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布规律，

并定量地分离气候变化、城市化和气溶胶三个因素对雾的年代际变化的贡献，揭示雾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 

1 数据和方法 

1.1 数据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集是湖北省气象信息与技术保障中心提供的经质量控制后的 72个国家站的日观测数据集。该数据集包

括每天的天气现象记录(雾日、霾日)和每天的平均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数据，时间范围为 1961～2018 年。此数据集通过 CMISS

系统下载。 

季风指数利用了 1961～2018 年 NCEP/NCAR 再分析逐月资料，水平分辨率 2.5°×2.5°。数据来源网站 https://www. 

esrl.noaa.gov/psd/data/gridded/data.ncep.reanalysis.html。 

1.2 分析区域 

长江中游主河道自湖北省宜昌市至江西省九江市湖口，长 955km,考虑到气象观测资料在同一省内的延续性和一致性，选择

湖北省内的气象站为代表，分析长江中游流域雾和霾的演变特征，可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提供理论依据；同时，

由于湖北地处我国中部，交通区位优势明显，除长江航道外，众多高铁、高速、航线在此交汇，本文中关于雾和霾等低能见度

天气的研究也可为区域综合立体交通气象服务保障通提供助力。 

1.3 雾和霾的判别 

通常雾和霾的识别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用天气现象记录资料[11],另一种使用能见度 Vis和相对湿度RH数据判定[8,9]。 

按照湖北省雾和霾气象观测的历史沿革，2013 年以前是采用人工观测天气现象的方法，2013年至今，“雾和霾”按以下原

则记录和处理[28]: 

(1)能见度为人工观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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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1.0km,相对湿度≥85%时记为雾；能见度<1.0km,相对湿度≥65%且<85%,应根据测站位置、湿度变化、天气条件、方

向均匀性等，再结合颜色特征综合判断，按《地面气象观测规范》规定进行记录；能见度<10.0km,相对湿度<65%时，记为霾。 

(2)能见度为自动观测时 

雾的能见度判别阈值调整为 0.75km,霾的能见度判别阈值调整为 7.5km,其它与(1)一致。 

1.4 利用森林覆盖率进行台站的分类 

森林植被的差异与城市化关系密切
[29]

,而森林覆盖率是衡量森林植被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选择森林覆盖率作为台站分类

的依据。根据 2016 年湖北发布的《关于完善县域经济工作考核的意见》,以主体功能区划分为基础，结合产业基础、区位条件

和资源禀赋等发展实际，将全省 80个县(市、区)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县(市、区)22个，森林覆盖率为 18.6%;第二类县(市、

区)27 个，森林覆盖率为 28.8%;第三类县(市、区)31 个，森林覆盖率达到 59.5%。文中将第一、二类县(市、区)定义为城市站

(typeA),将第三类县(市、区)定义为生态站(typeB)。 

在 76 个有历史气象观测记录的国家站中，有 4 个未在《关于完善县域经济工作考核的意见》中划列，而 80 个县(市、区)

中有 8个无相应的气象观测记录。因此，能够一一对应的只有 72 个站，其中 A 类 43 个、B类 29个，所在位置如图 1 所示，可

以看出，B类生态站主要分布在鄂西和鄂东局部山区。 

1.5 定量分析影响因子的贡献 

如引言所述，影响雾长期变化的 3 个因素是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为了量化各个因素的贡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雾日=constant+a×x1+b×x2+c×x3。 

 

图 143 个城市站和 29个生态站在湖北的位置及分类 

其中 a,b,c 是回归系数，x1、x2、x3 分别是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的指标。这 3 个因素对雾的影响如下：

e1=a×Δx1,e2=b×Δx2,e3=c×Δx3,其中Δ表示标准偏差。因而，3个因子的相对贡献如下： 

|e1|/(|e1|+|e2|+|e3|)×100%,|e2|/(|e1|+|e2|+|e3|)×100%,|e3|/(|e1|+|e2|+|e3|)×100% 

正(负)贡献表示正(负)相关性。x1代表季风指数，x2代表城市站和生态站之间的温度或相对湿度的差异，x3代表霾日。其

详细推导将在第 2.4.1 至 2.4.3节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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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征分析 

2.1 总体空间分布 

图 2显示了 1961～2018年有气象观测的国家站(72 个)雾日和霾日的平均空间分布，采用反距离权重法进行插值。可以看出，

雾和霾空间分布不均，雾大部分发生在鄂西南山区，地形效应有利于雾的形成，年均雾日的极大值中心位于咸丰 56.1d(29.68°N, 

109.15°E)和恩施 52.9d(30.29°N,109.47°E);大城市和工业城市的周边霾发生率高，如宜昌、襄阳、武汉周边。丹江口

(32.57°N,111.52°E)和宜都(30.36°N,111.43°E)年均霾日最大(65.6d),大冶(30.07°N,114.88°E)次之，为 62.3d。 

 

图 2 1961～2018 年期间 72个站平均雾日(a)和霾日(b)的空间分布 

2.2 总体时间演变 

图 3显示了 1.4 节中计入统计的 72个代表站雾日和霾日的年变化特征。可以看出，霾日的年代际变化大于雾日。2013年年

霾日最高(59.7d),1964 年最低(3.5d);1987 年年雾日最高(33.7d),2011 年最低(9.2d)。1980～2000 年期间，霾日相比 1980 年

前略有减少，2000 年以后，霾日迅速增加，在 2013 年出现一个孤立的峰值，与“当年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 52 年来最多[30]”吻

合，这主要受当年的东亚冬季风异常偏弱、500hPa 的高压异常抑制了对流的发展、表面风速减弱不利于扩散等气象条件影响
[31]
。

之后几年又迅速回落，这可能与 2013 年 9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所实施的严格管控措施有关[32]。

而雾日在 1987年前稳定增长，之后开始缓慢下降，直至 2018年有所反弹，呈先增后减的趋势，拐点发生在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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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61～2018 年雾日和霾日的年变化(灰色虚线是雾日趋势的转折点) 

在雾日和霾日的相关关系上，1980 年以前，雾日与霾日变化趋势比较一致(缓慢上升),其后大多呈相反的变化趋势，经统计，

72站年雾日对霾日的相关系数为-0.359,说明总体上湖北地区霾与雾是呈现负相关关系。 

2.3 城市站和生态站的时间变化 

由于城市站和生态站在城市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这两类站点雾和霾的年代际变化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按照 1.4

节中所述方法将所有站点分为两类进行分析(图 4)。 

 

图 4城市站(蓝色)和生态站(红色)的雾日(a)、霾日(b)的年变化(灰色虚线是雾日趋势的转折点) 

从图 4a可以看出，两类站点的雾日变化趋势显示出类似的特征，均是先增加后减少，2010年后出现反弹，这一趋势与整个

湖北区域的雾日变化趋势相似(图 3)。但是，城市站雾日的拐点(1980 年)比生态站(1987 年)出现得要早，并且在 1980～2010年，

城市站的雾日明显少于生态站，这表明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城市化效应(UHI 和 UDI)抑制雾的形成，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
[33,34]。 

从图 4b 的对比可以看出，自 1981 年起，城市站霾日总体上略大于生态站，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引

发的工业、能源、交通等污染排放相关。两类站点霾日的年代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尤其在 2013年都表现出明显的峰值，说明

湖北的霾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外来输送或气候原因导致，对城市站和生态站造成同等程度的影响。 

2.4 雾的影响因子 

本文选取的雾长期趋势的影响因素分别是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采用 1.5 节所描述的方法分别计算它们对雾变化

的定量贡献。本文中的气候变化是指区域尺度气候的变化，不包括与城市化相关的局部尺度气候的变化，它以基本的气象参数(季

风指数 MI)来表示；城市化是指由土地表面特征引起的 UHI 和 UDI 效应；空气污染仅限于气溶胶污染，用霾日数来表示[14]。 

2.4.1 气候变化因子 

以往的研究表明，雾会受到气候系统(如 EAM)的影响，EAM 的强度可以用季风指数(MI)来表示。定义东亚冬季风强度综合指

数 MI的方法很多，如利用海陆差异类、高压特征类、环流特征类、风场特征类等指数方法[35]。参照垄道溢[36]选定西伯利亚高压

的覆盖范围，用区域平均的海平面气压值来体现冬季风的强弱。图 5为湖北地区 1961～2018年冬季风指数与全年雾日的年变化

特征，可以看出，季风指数呈现一个波动的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雾日表现出弱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2。说明季风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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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可能阻止冷干入侵，促进雾的形成。 

 

图 5 1961～2018 年冬季风指数与雾日的年变化 

2.4.2 城市化因子 

研究表明，气温和相对湿度与雾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城市化进程对气象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UHI 效应引起的增热和 UDI

效应引起的减湿，可用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相对湿度的演变来进行分析。图 6显示了城市站和生态站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演变。

可以看出从 1961～2018 年，城市站和生态站的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城市站气温上升了约 1.34℃,生态站气温上升了约

0.72℃。相比之下，1990 年后城市站的这种变暖趋势更为明显，这证实了 UHI 效应(图 6a)。以城乡相对温度差(即城市站气温

减去生态站气温)作为城市化的变量，分析与雾日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33,说明城市化程度越强，热岛效应越明显，雾日数

越少。 

从图 6b 可以看出，城市站与生态站的相对湿度变化趋势一致，但 1990 年以前，城市站的湿度总体上大于生态站，1990 年

以后，城市相对湿度显著下降，变为总体小于生态站，因此，考虑城市站的相对湿度的减少是由 UDI 效应造成的。以城乡相对

湿度差(即城市站湿度减去生态站湿度)作为变量，分析与雾日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34,说明城市化程度越强，干岛效应越明

显，雾日数越少。 

从相关系数来看，城乡温度差和湿度差均可做为城市化的因子，本文选择城市站和生态站的湿度差作为城市化的影响因子

进行分析。 

 

图 6 1961～2018 年城市站和生态站温度(a)和相对湿度(b)的年变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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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空气污染因子 

图 7为 1971～2008年全省72个站点霾日和雾日之间的逐21年滑动相关系数，可以看出，1977年前为正相关，1978～1986

年转为负相关，1987～1993 年又变为弱的正相关，1994年开始，相关系数转为负且绝对值呈增大趋势，1998年后相关系数超过

-0.43(95%信度检验标准),满足显著相关。说明气溶胶对雾的影响效应随年代发生变化，当空气较为洁净时，气溶胶促进雾的形

成；在污染较为严重的背景下，气溶胶反而对雾起到抑制作用。另外，气溶胶组分在不同年代的差异也会对雾的相互作用机制

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图 7 1971～2009 年逐年冬季全省 72个站点霾日和雾日的21年滑动相关系数 

2.4.4 影响因素的各自贡献 

对三个因素指标均进行归一化处理，x1 代表季风指数 MI,x2 代表城市站 RH 减去生态站 RH,而 x3 代表霾日数。按第 1.5 节

所列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所有站点的 constant=22.451,R2=0.268;城市站点的 constant=18.205,R2=0.239;生态站点的

constant=27.703,R2=0.319。 

表 1 显示了这 3 个因素各自的贡献。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季风)和空气污染(霾日)与雾日均是负相关，城市化(湿度差)与

雾日是正相关。对于所有站点来说，3 个因素的相对贡献率相当，分别为 30.5%、33.7%、35.8%。而对于城市站来说，x2(城市

化)的相对贡献明显大于其它两个因素，占主导地位，达到 55%,是气候变化因素的 1.6倍；对于生态站来说，则是 x3(空气污染)

所占的比重最大，为 45.1%。 

表 1不同站点类型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对雾日的相对贡献率(%) 

 
站点类型 回归系数 标准偏差Δx 对雾的影响 e 相对贡献率 

气候变化(季风) 

所有站点 -5.667 0.22 -1.247 30.5 

城市站 -3.628 0.22 -0.798 23.8 

生态站 -8.95 0.22 -1.969 34.2 

城市化(湿度差) 

所有站点 5.314 0.26 1.382 33.7 

城市站 7.103 0.26 1.847 55 

生态站 4.576 0.26 1.1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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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霾日) 

所有站点 -9.774 0.15 -1.466 35.8 

城市站 -4.769 0.15 -0.715 21.3 

生态站 -14.391 0.18 -2.59 45.1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1961～2018 年的气象观测资料，研究了湖北地区雾和霾的长期变化特征，量化了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气

溶胶污染)对区域雾变化的各自贡献。结果表明： 

(1)湖北地区的霾多发生在大城市和工业城市，而雾大多发生在鄂西南山区。1980年以前，雾日与霾日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之后呈反相，2005 以来霾日明显较雾日增加。 

(2)城市站和生态站的雾日变化趋势均是先增加后减少，近年又出现反弹，由增至减的拐点分别为 1980 和 1987 年。表明城

市化导致的热岛(UHI)和干岛(UDI)效应抑制了雾形成，其转折点的差异在 7年左右。城市站和生态站的霾日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没有明显的定量差异。 

(3)进一步将湖北地区长期雾的变化归因于 3个因素：区域尺度气候变化、城市化和空气污染(气溶胶污染)。定量分析表明，

对于所有站点来说，3个因子的影响相当；而对于城市站，城市化的影响明显占主导(55%);对于生态站来说，气溶胶污染的贡献

率最高(43%)。 

需要指出，本文重点研究的是这 3个因素对雾的最直接影响，暂不能仅利用观测数据完全分离它们之间的复杂关联。然而，

这 3 种影响因素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季风等气候系统会影响气溶胶的时空分布；气溶胶通过一系列直接和

间接效应，也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37]
,这是本文的一个局限。尽管存在这一限制，仍可以揭示湖北地区雾变化对这 3个因素的

敏感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全球或区域模型来深入研究这3个因素对雾变化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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